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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制度与资源利用 

——近代华北代食品研究 

胡英泽 赵慧斌1 

【摘 要】：人与食物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衍生物。明清时期，受区域社会资源禀赋的影响，华北地

区贫民素有“糠菜半年粮”的饮食传统与食物观念。特别是在发生灾荒后，民众会食用平时不常吃的一些动植物。

缺少这种饮食传统的地方则会将之视为非常时期的食物，体现了这些食物的时间性、区域性、阶级性特征。民间积

累了一定的采集、食用此类植物的经验性知识。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植物学、营养学知识的传播，民众对于野生植

物的食用价值有了科学的认知。抗战时期，此类救荒食物被冠以代食品的称谓，中国共产党采取由政府进行组织动

员，科学合理地指导民间采集代食品的方式，并统一进行分配，展开自救。研究代食品的采集、利用，对于学界深

入理解自然生态与食物的关系，把握不同时期政府组织的救灾体制与食物资源利用方式，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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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末晋南地区流传着一首歌谣：“荞麦花，旧秕谷，粗糠买断。每一斗，卖铜钱，二百二三。市口上，五谷粮，全然不见。

尽都是，山籽儿，上了集场。沙蓬籽，马蕤蕤，价钱一样。买一斗，五百六，麦斗同食。无钱的，吃甘泥，荞麦楷蔓。吃榆皮，

当就了，美味香甜。”1 此段歌谣为当地百姓对光绪初年丁戊（1876—1879）奇荒的回忆性记录，描写了饥荒时期民众对于食物

的鲜活记忆，这些非传统粮食作物类的渡荒食物后来被称为“代食品”。本文中的“代食品”指人类在饥荒时一切用来代替传

统粮食作物的物质，一般而言主要包括各种野生可食用植物（野菜、野草、野果）以及树皮、农作物秸秆及残渣（糠、豆饼）、

土、石等，也包括少部分动物。 

一般认为，灾荒时期的此类非谷黍类食物就是一种描绘灾荒惨烈程度的“饥荒食谱”，这种食物在灾荒时期究竟发生了多

大作用往往被忽略。对于灾荒食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发起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具体成效等宏观

层面(2)，不同学者详细论述了这一时期代食品的采集、分类以及加工过程(3)。有学者系统性地分类、总结了历史时期的饥民食物，

归纳了代食品给灾民带来的双重影响(1)，这些研究展示了代食品种类的多样性及灾荒的惨烈程度。概言之，救荒食物与灾害史研

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目前的灾害史研究多关注重大灾害事件，探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对于赈灾的讨论则集

中在官方对各类仓储机构的设置及其作用的探讨，主要关注粮食的调运与籴卖，相对忽视了诸如代食品之类的食物资源在救荒

中所扮演的作用。
(2)
目之所及，凡涉及某一具体灾害性事件，几乎所有研究者均会提及饥荒时期灾民采食野菜、树皮的惨状，但

大多仅将其视为描述灾情的食物因素，并未深入展开研究。(3)对于饥荒时期的代食品研究主要处于罗列、分类的初始阶段，对于

代食品评价也较为单一，不仅缺乏营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学理性分析，也未呈现民众采集、食用代食品的历史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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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家很早就意识到以野生植物资源为主的代食品对于救灾的重要性，历代政府对于山林川泽的禁采政策均涉及到

对此类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刘翠溶的研究提及灾荒时期政府往往将“驰山林川泽之禁”作为一种赈灾方式，但是并未展开详

细论述。
(4)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灾荒时期赖以为食的野菜、树皮、观音土是何时进入“代食品”这一食物性概念的叙事中的，这

二者之间的转变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救灾观念，即灾荒时期迫不得已进食的物质如何成为一种“食品”。如果将这个问题置

于社会史与灾荒史的视野下进行审视，那么在饥荒发生时官方、民众是如何利用野生植物资源为主的代食品来渡过荒年的，不

同历史时期民众对此类食物的采集、利用方式又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变化，这些特殊时期的食物获取权利是如何分配的？这些

问题对于学界推进灾荒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反思，本文以晚清以降灾荒较为频繁的华北地区（包括晋、冀、鲁、豫等大部分地区）为主要研究区域，试图解

读饥荒时期民众利用代食品进行生产自救的行为，关注不同历史时期政府主体对于此类食物的利用态度和方式，呈现晚清至中

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救灾意识、救灾机制及食物资源利用方式的结构性转变过程。 

二、代食品的意涵与野菜社会 

人类与自然通过食物链紧密联系在一起。气候、地理环境、动物、植物等客观环境的变迁同食物的种类和饮食文化的形成

具有必然的关联。不同的灾害往往会带来饮食内容和结构的变化。自先秦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壤肥沃，人口密度大，逐渐

形成了以农作物为主、偏重植物性食物的饮食结构，受自然灾害影响大。这种饮食习惯的形成，促使区域社会内的民众必须学

会采集、辨认可食用野菜和野果等多种野生食物，以此作为日常辅食与季节性粮荒的补充，“糠菜半年粮”是华北山区民众日

常饮食的真实写照。一旦灾荒来临，非日常性的野生食物便成为饥民的主要食物，随着饥荒程度的加深，此类食物种类不断增

加，逐渐被冠以“代食品”的称谓。 

关于“代食品”一词出现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看法。高华认为在现代汉语中，“代食品”一词最初出现于 1955 年的统购统

销运动，有些地方因缺粮上山采取野果、树皮充食，这种非榖黍之物质从此被冠以“代食品”的学名，开始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1)罗平汉则认为“代食品”出现得更早，1946 年 7月 24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对边区防灾备荒的报道中提到：“要运用过去

经验，组织妇女小孩，采集野菜及各种代食品，以作渡荒准备”(2)，此时对于野菜和代食品是分开论述的。笔者发现，中共太行

区在总结 1942 年救灾渡荒的办法时已经提到，“其他如灾区中的安定社会秩序，采集野菜及各种代食品的办法”(3)。可知，至

少在 1942年，边区政府就已经使用“代食品”的概念。 

事实上，“代食品”概念出现得更早。民国十年（1921）安徽省《宿松县志》就已明确记载：“邑产红芋甚多，农民均恃

作普通之代食品。”
(4)
红芋即甘薯，“乡民普通称为红芋，四乡沙地多种植，味甘美可供饔飧，以代米榖”

(5)
。这说明晚清民初

已经出现了“代食品”的概念，但此类代食品具体指替代传统米榖类粮食的农作物。甘薯虽是灾荒时期的救灾食物，但却是通

过农业种植而得来，同样投入了一定的人力与地力，这与灾荒中提及以野生植物资源为主的代食品并不相同。 

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代食品”的具体意涵不尽相同。至抗日战争爆发，进入战时经济状态，物资缺乏，各种报道中常

有代用品、代用食品的称谓出现。此时的代用食品仍是指非米榖类的粮食作物，在《国防与粮食问题》中提出用马铃薯、玉米、

甘薯、莜麦等作为小麦的代用食物，也包括“所谓代用食品的利用，就是设法使用重要程度较次，或者数量甚多的粮食，来代

替重要粮食，以补充供给的不足”(6)。早期的代食品与代用食品之间无明确差异，其核心在于对食物主次之分的理解程度，包括

山西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部分地区，马铃薯、玉米、莜麦等农作物均是主要粮食作物，并不存在此类食物为代食品一

说。不同农业环境中的民众对于陌生的食物总是天然性抗拒食用，布罗代尔在叙述 17世纪的欧洲灾荒食物时提到，稻米在西欧

只是一种救灾食品，1694 和 1709 年自埃及运来的米在法国是用于“缓解穷人的粮食困难”的替代性食品，“由稻米和小米混合

制成的面包价格低廉，专供穷人食用，据说特别顶饥耐饿”(7)。可知代食品的意涵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均有差

异。灾荒时期，一切可以用来充饥的非日常食物都可称为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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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常见的野菜与“糠”的食物属性，“糠”作为农作物加工时脱落的外壳、表皮，可以视为常态食物到“代

食品”过渡阶段的“前代食品”，常见野菜也属于这个阶段的食物，二者均为贫苦农家的日常食物。为表述方便，本文将其一

并归入“代食品”的范围中。其中“糠”“常见野菜”等“前代食品”的大规模食用可视为饥荒等级程度的一个分界点，一旦

越过这个临界点，便预示着大规模饥荒的来临，“代食品”便成为饥民的主要能量补充物。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拟对日常与非

常态社会中的食物进行简单分类（见图 1): 

 

图 1日常与非常时期的食物分类 

前文已述，代食品这一颇具引导性的概念的出现有其历史过程。明代永乐四年（1406）由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朱橚主持编

纂、出版了第一部以介绍救荒植物为主的书籍——《救荒本草》，书中按照不同植物的可食部分进行详细分类、介绍。朱橚为周

王，就藩开封。《救荒本草》的内容、图像大多取材于当地野生植物，可见当时民众对于不同自然环境中的野生植物性食物有较

为详细的总结。明末徐光启则在上奏中详细列出可供采食的野生植物，并对其食物性状做出详细描述：“荒俭之岁，于春夏月，

人多采掇木萌草叶，聊足充饥。独三冬春首，最为穷苦，所恃木皮草根实耳。”(1)此后明清两朝陆续有多部关于野菜的书问世，

这些流传下来的野菜书籍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传统灾荒时期民众依靠野生植物渡荒的认识。 

清中期以来，随着人口数量增加，自然灾害频繁，百姓对田地之外野生植物资源的采集与食用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即使不在荒年，众多野生植物也是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物。在晋北贫寒地区，农作物生产周期长，产量低下，偶遇丰年，都要

计日食粮，野菜是乡民应对季节性粮荒的重要食物。“五台地本贫瘠，其俗之俭为尤甚春夏多食野菜”(2)，在晋西南的虞乡，百

姓采集灰条作为食物，“灰条，此草多子，荒年用以代谷”
(3)
。民国时期，据卜凯调查，河北盐山县“卤地中野生之黄菜 Artemisia 

Scoparia，其种子与绿叶亦充食用”(4)，河南新郑县只有贫苦的农人才吃山薯叶，“蒲公英与荠菜，食之者亦甚多”(5)，其余还

有野酸枣、野桃、苜蓿等备荒食物。野菜作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以其高雅、孤傲的文化特质受到文人

追捧，在民间则是贫苦百姓日常生活的必备佐食，早已成为华北农民的腹中之物。(6) 

在饥荒早期，代食品多与粮食混吃，且口味不错。晚清时期，李提摩太描述山西发生大饥荒时，有一种被称为“果

皮”(7)(orange-peel）的蔬菜替代品，这种果皮与面团混合起来由厨师做成一种面片，“滴上几滴醋，撒上一撮盐，‘橘子皮’

就可以吃了。这种食物很卫生，做起来也很快”(8)。一旦爆发持续性的饥荒，这种食物便无迹可寻。1887年，山西“亢旱日久，

官民捐赈，力均不支，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岁。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

至研石成粉，和土为丸，饥饿至此，何以成活”(9)。树叶、树皮是灾民在饥饿状态下不得已的食物选择，甚至不加分辨地食用。

有些树叶能够食用，如榆树叶、香椿叶等，有些则颇具毒性，根本不能食用，却依然成为饥民的腹中之物。饥民选择的代食品

种类千差万别，在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兹不赘述。 

清末民初，不少来华洋人对于中国人的饮食生活尤其是灾荒时期的食物惊诧不已。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认为：对于自然资源，



 

 4 

中国人总是竭尽全力地加以利用，哪怕是再微小的东西也不放过。“草莓总是在还未熟透时，便被人们从山谷采摘下来，成筐

地拿到市场卖”(1)。人们对于野生食物资源的熟稔程度，往往成为饥荒来临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马罗立在《饥荒的中国》中

列举了 1920 年北方大旱灾时灾民们的食物单：糠、蓟、麦叶、花种、木屑、叶粉、棉籽、旱堇菜（一种煮熟的野菜块根）、高

粱皮、榆树皮、白杨芽、草木根、漂白的泥土、花生壳、玉米穗、树籽、极不适口的豆饼。“这些东西，都是不易下咽的；其

中有几种东西，尤为难吃，难怪那些无知的小孩子们哭着号着不肯下咽，而宁愿受饿了。”(2)据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在灾区“逐

户调查所存之食物”，与上文所列举的食物并无太大差异。(3)1929 年华北五省爆发灾荒，据《大公报》记载，解县灾民所赖以

苟延残喘之食物，“惟恃谷壳、生树皮等物，而此项食料亦将搜罗殆罄，现在又继以树皮，而各处树皮之被剥食去者，已经不

少”(4)。 

抗日根据地时期，地处晋冀鲁豫边区的灾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制定野生食物资源的采集计划。1943

年 8月 27日《中共沁源县委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出：“发动群众猛烈地开展采集贮存山果、野菜运动，如山核桃、山黑可、

酸枣、山红果、黄花叶等等，并组织群众打山猪、打山羊、兔子。”(5)太行区第五专区磁武县在总结 1942 年 10 月至 1943年 10

月救灾期间的经验教训时，认为采集代食品是渡荒中的一项重要工作，“10 个月以来灾民发现的代食品有很多，如各种野菜、

树菜、糠、木蓼饼、棉花籽、柿盖及面，甚至甘子土等。总共有 150 种至 200 种”(6)。山西长治长畛村在冯应杰、许秀英等人的

带领下，不仅在本村打蝗虫，还带领群众到嘉峰村的西坪帮助灭蝗。然后在底下院大磨前的一棵老槐树下支锅炒蝗虫，分给群

众吃。(7)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区中的各种野生动植物成为各级政府组织民众备荒废荒，采集代食品的来源之一。(8) 

野菜这类从“前代食品”到代食品的演变过程，实则是人类在面对饥荒时，在综合区域社会的生态条件、资源禀赋、农业

情况等条件下做出的不二之选。尤金·安德森指出：“毕竟，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植物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9)一般而言，

饥民首先会选择糠、野菜等作为灾荒初期的食物，待饥荒加剧，各种农作物的藤蔓、豆渣、棉籽、树皮、草根、树叶等也开始

进入饥民的肠胃中，榆树皮作为一种常见的荒年食物，至今在华北各地仍然有人食用。石花、观音土、雁粪等难以想象的代食

品也会成为灾民饥不择食下的无奈之选。从“前代食品”到代食品的转变，其种类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随着灾荒等级的

加深而不断趋于恶化。 

自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虽然人们对代食品种类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渐复杂化的过程，但是以野生植物资源为

主的代食品的种类并未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发生大的转变，野生植物资源的整体数量反而随着人口增殖、山地开发与畜牧业的发

展日趋减少。采食以野生植物为主的代食品正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核心所在，其在灾荒时期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特性，早已内化于

世代生长于斯的人们的观念中，或可将这种地域特色称其为“野菜社会”。(10)地域饮食的结构一旦形成，往往会深深地嵌入民

众的生活逻辑与食物记忆中，从而影响民众在灾荒时期的食物选择。 

三、代食品营养价值的认知过程 

人是杂食性动物，其食谱囊括了植物性食物的广泛性与动物性食物的营养性。故在面对饥荒时，人类可以依靠自身对于不

同食物丰富的消化能力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生命。早在明代《救荒本草》中，朱橚就已经归纳、总结了历代饥民对野生植物的

食用方法，主要包括加水蒸、炒、晾等烹饪手法。丁戊奇荒时期代食品的食用方法也并无太大差异，草籽要与其他粮食混合后

食用，有助于人体吸收，肠道畅通。不同的野生救荒食物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近来荞麦花论斤买，白草子论升买，甚则掺

和牛马粪食之，用滚水浇数次，研极细末，掺荞面花，捏作饼子”(1)。这种处理方法主要是通过开水软化，研磨成粉作为食物充

饥。在烹饪手法上，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处理代食品的方法，包括“用石灰和水浸石碾”“细磨”“蒸”等处理手法，石灰

与水发生酸碱中和反应释放出的热量可以对食物起到加热的效果，其本身强氧化的特性也会与食物中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用

碾子与石磨加工野生植物，则会软化食物，磨碎其中的硬质结构，也有利于肠胃的消化吸收。此时民众对于代食品的食用价值

仍处于经验性的认知阶段。 

不同的人食用野菜后身体反应各有差异。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记载 1876年山东省一群孩子吃野菜后面色赤红，浮肿得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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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眼睛都埋起来了。有人告诉他，“那是因为他吃了刺槐树的叶子。刺槐的叶子对有些人没有伤害，但某些人吃了会导致中毒”(2)。

这种不同的食用反应可能与个人体质有关。1922 年，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将“彼外人所不敢食之物与外人所不可思议之物，

中国人竟能安然食之”，看作华北 5省大饥荒期间“万民缺食而犹能减少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其实，百姓食用的代食品

多是指一些野生植物，其主要含有的营养元素除少量的淀粉、蛋白质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人体难以消化和吸收的纤维素，少量

进食纤维素可以起到清理肠道的作用，且肠道内的细菌可以分解部分纤维素而被人类吸收、利用。但是由于人体内缺乏消化纤

维素的生物酶，当纤维素大量进入肠道时，便会造成便秘、食物返流、肠道堵塞等问题，继而会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状，最

终导致死亡。在 1943 年河南叶县，《大公报》通讯员张高峰“亲眼看到附近村子有孩子一个个饿死，也有村民因为吃了有毒的

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4)。如果与粮食混吃，则可以将纤维素清理肠道的功效发挥出来，随人体排泄物流出，这也是为何经常能

够看到“将野菜与粮食进行搅拌食用，不可单吃野菜”等提示的主要原因。不同代食品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各有差异，民国时期

就有关于此类食物的营养成分表见诸报端。 

20 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植物学、营养学的发展，部分科学家对中国野生植物的营养价值进行了研究，加之当时营养科学观

念的传播，代食品的食用价值得到更多的普及与肯定。部分知识分子对野生食物与饥荒的关系进行总结，采用科学的方式分析

其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并且提出了“救荒植物性食品”的概念，这可看作是民国时期社会群体对于野生植物救荒的基本认识。(5)

除去植物类代食品外，动物性食品亦是野生救荒食物的佳品。《东方杂志》专门撰文刊载了《蝗虫的烹调法》，倡导大家以蝗虫

为食，进行渡荒。(6) 

1934 年，鲁士毅翻译日本农学博士田所哲太郎所著《食品化学》，他在开头讲道：“我国救荒食品，如救荒本草所载，名目

虽多，惜未经化学分析，且言之未详，采集匪易。”(7)而他翻译此文的初衷便是以科学的方式告知民众如何食用救荒植物，“揭

载于农学博士田所哲太郎编之食品化学书内，详查各物之营养成分，于吾人身体上，不但可以充饥，若论其营养价值，与日常

食品亦有相当效力”
(1)
。书中对中国社会中灾民采食的野生植物进行了营养分析，对植物具体所含的水分、粗蛋白质、粗脂肪、

纤维、灰分等做了交待，也涉及到具体的烹饪方式指导。 

20 世纪 40年代，英国传教士、药学家伊博恩针对战时民众的食物缺乏问题，带领研究小组展开实地调查，采集样本，评估

野菜、树皮、树叶、根和种子的营养价值，以明代《救荒本草》为底本，于 1946年出版《〈救荒本草〉中所列饥荒食物》（Famine 

Foods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Ts’ao），从现代植物学、药学、营养学角度对野生救荒植物进行化学分析与鉴定，对其

食用价值给予了肯定。(2)他对中国饥民食用野生植物表示惊叹，并称“在许多国家，这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在中

国，几百年的饥荒已经产生了处理饥荒时期野生植物的食用办法”(3)。以葛根为例，伊博恩指出其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去壳的

根部含有 2.13%的蛋白质、0.1%的脂肪、27.1%的碳水化合物以及 1.45%的灰质。(4) 

晚清以来，国家与民众对于代食品的生理价值与营养特性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步科学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代食品在救

灾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营养学会针对战时军民营养调查的膳食补救报告指出，应提倡扩大选择食物的范围，“其他

可食之野生植物及野菜，亦应提倡，以增加食物来源”(5)。1942 年，河南官员王子官收集了很多当时的史料，将汜水县灾民的

“食品”及不良反应编制成表，专供参考。(6)1943 年，山西屯留的史县长将本地群众度过荒年的经验，介绍给《太岳日报》以

便推广。史县长提出了 20种代食品，包括各种植物性质的食物，处理方法主要是拌入粮食后煮粥、蒸馍；用冷水浸泡后去味、

晒干；碾碎后炒熟当面吃。(7)蝗虫虽然被称为代食品，但营养价值很高。太行区民众总结了几种蝗虫的吃法：“吃的办法有好几

种，但都要把头和翅膀去掉，有的煮熟起来当干粮吃，有的用点油盐炒炒吃，有的掺到米、玉茭、糠里，烙饼或蒸窝窝食。”(8)

此类野生救荒动物性食物被形象地称为代肉食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漳南医院针对军民吃野菜后的中毒现象，研究了多种预

防与治疗措施，并将这种方法“通知到村与小教，写在大众黑板上，并作宣传，使学生与家庭讲解，庶可避免与减少灾民中毒”(9)。 

1945 年太行区的渡荒经验被介绍到整个边区，并在解放区的展览会上进行了详细介绍。负责防旱备荒的干部们十分重视野

菜的吃法，多次前来观看，他们“引着村里人，把每样东西都弄清楚。边区妇英杨雨儿，就连看四次，各种吃法都问遍。在和

边区雨量图表相距不远处，有一张能吃野菜等的表，许多人围着抄，围着听讲吃法。记者抄时，有人说：‘齐登到报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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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包括七十九种，据老乡说，他们吃过的比这多”(10)。根据地时期对于代食品宣传方式最大的突破在于将其做成标本，由专

人负责介绍其科学食用方法、所富含的营养成分，同时参观展览的群众可以畅所欲言，交流食用心得。 

代食品的采集与食用受到时间周期性的限制。丁戊奇荒时，春季缺粮，晋南百姓依靠吃灰灰菜（灰条）、桑葚得以幸存，“窃

思丁丑荒旱，至戊寅三月而得雨，草木发生，较去冬而有拼矣。凭灰菜求活，桑葚度命，稍能耕种颇有获”(1)。“灰菜遍于郊，

固可糊口，桑椹繁十树，更可疗饥。”(2)如遇大饥之年，又时值冬季，只有树皮草根待啃，长久进食，则凶多吉少。根据地时期

太行五专区磁武县在 1943 年总结救灾工作时曾对不同程度的灾民救济物资做过统计： 

如果按照代食品在不同程度受灾民众所获的粮食救助比例来看，急救灾民为18.34%，一等灾民为12.60%，二等灾民为13.03%。

就所反映的情况推算，代食品在救灾过程中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且对于急救灾民最为重要。边区政府在对代食品资源进行分配

时，基本遵循急救灾民第一位的原则，优先给予重度饥荒的人群，而且不光分配代食品，同时给予灾民一定的粗粮与细粮。同

样是在河北南涧城村，当地灾民在青黄不接的 3—7月，依靠吃甘子土和糠维持生命。 

武磁县在经过一个严重的吃甘子土时期后，太行五区政府努力救济，灾民得以安全渡过饥荒。在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谈到，

“甘子土到是无一点养料，并且有害处的土质，那也维护了一批灾民吃了一个多月，在吃的中间并没饿死人（当然甘子土是不

应吃的），这就说明了代食品作用之大”(3)。因此，对于代食品的救荒作用，应该理性、客观地看待，不可一味抹杀，也不可捧

之过高。 

代食品资源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可以作为备荒食物，在饥荒尚未发生之前及时采集野生食物进行储存，将其与粮食混吃，这

样可以极大地发挥其食物价值。一方面减少米谷类粮食的消耗，另一方面也可有效预防单一进食野菜、树皮而造成的生命危险。

在此基础之上得出如下结论：代食品资源在备荒、救荒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面临一些时间周期短、过荒面积小的饥荒

时，具有重大意义。当米谷类粮食耗尽后，由于人类盲肠功能退化，想要单纯依靠代食品资源维持生命并不是人类生理结构所

能承受的饮食方式，但是在一定时间内，它依然是饥民维持生命的主要能量来源。 

四、制度与组织：代食品资源的利用 

代食品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资源，历史时期往往禁止随意进山开采。一旦发生灾荒，国家便会调整相应的政策，适当开放

山林中各种食物资源的采集权利，养活灾民。晚清以来，随着政权的更替，代食品的采集、利用方式均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一）驰禁山林，任民自采 

山川林泽是灾荒时期饥民的生态保障。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114）关东水灾，秋九月下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

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4)《宋史》记载，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富弼知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朔大

水，富弼令“山林坡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1)。宋代《救荒活民书》中《富弼青州赈济行谴》一文详细记述了富弼关

于山川林泽对赈济饥民价值的论述：“除人户墓园、桑枣果园及应系耕种地内诸般树木不得采取砍伐外，其近外远去处泊野山

林内柴薪、草木、橡子并沿河蒲苇芟打、捕鱼诸般养活流民等事件，不拘系官系私有主地分，自随流民诸般采取，养活骨肉。”(2)

由上可知，在饥荒来临时，统治者往往开放山泽，供饥民采集经济作物和野生植物，以此来“养活骨肉”。此条上奏中明确指

出，保护私人所属果园及耕地内树木资源不得随意利用。明代的救荒政策中同样提及利用山林江湖赡养灾民，“须力请于上，

暂驰一二月之禁，令饥民得依活命，一遇丰熟，即便停止”(3)。可知一旦灾荒结束，随民自采的政令便宣告结束。 

清代的荒政制度至乾隆时期已趋近完备，清政府对于代食品的救荒作用尤为重视。方承观在天津勘查救荒时，曾就灾后荒

地为恶人所占，流毒地方，灾民无法自由进入荒野采集之事上奏朝廷：“值此旱荒之时，岂容强梁擅利，流毒地方。”(4)部分代

食品在日常就是百姓赖以维持的经济来源，更成为饥荒时期重要的食物来源。光绪时期，宝延就山西、河南等地的灾荒救治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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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上奏朝廷，认为政府必须对一些代食品取消原有的“禁运令”，对某些代食品实行驰禁政策，他认为：“所称豆饼一项，足

济穷黎，请饬淮安关监督，暂驰豆饼北上之禁。”(5)“豆饼”即为百姓日常利用大豆榨油后得到的豆渣，一般用来做饲料、肥料，

其中粗蛋白质含量较高，在饥荒时期是一种质量较高的代食品。晚清政府官员意识到当粮食不足以救灾时，可以采用驰禁“代

食品”来进行赈灾。 

丁戊奇荒时期饥民采集代食品多是一种自发性行为，但是仍具有阶级性与季节差异性。光绪时期的晋北阳高县，灾民“所

食之物，以吃糠者为最上，其余皆吃榆皮、草子、荞麦花、荞麦梗、油（莜）麦茎、苇把子，皆猪犬不食之物”(6)。这说明糠作

为一种前代食品，在灾民食物中的地位较高，是处于较高社会阶层才能享用的食物，为第一选择，其次才是树皮草根等野生植

物类食物。而在饥荒来临时，“人皆食荞麦花及桔梗，和糠秕为食。下户并此无之。现在荞花、麦梗亦均食尽，中等之户亦均

卖人且遍地苦寒，寸草不生，四月底方能有野菜，二、三、四等月，正在无可生活之时”
(7)
。在饥荒发生时，贫苦之人连吃糠秕

的机会都要让于富人。 

一直以来，执政主体对于驰禁“代食品”的救灾手段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组织百姓采集代食品救灾尚未成为主要的救灾

手段，并未将其系统化和组织化。野生植物的生长周期受到季节条件的限制，在无代食品可食用的季节，灾民几乎无有营养的

食物可以补充能量。 

（二）科学认知、积极倡导 

民国时期代食品的采集与加工方式并无太大改变。不过由于化学、生物学等近代科学的传入，此时国内对于救荒植物的营

养有了更全面、科学的认知。据前文所述，有赖于一批农学家、植物学家对中国救荒植物的科学研究，政府和民众对这种传统

的救荒植物有了新的认知。民国政府于 1934 年责令实业部将日本农学博士田所哲太郎所著《食品化学》编译成册，印发灾区，

“使灾民知所采择等情”(8)。据此可知，民国政府在灾荒发生时，积极倡导各地利用好代食品进行渡荒。1942 年河南大灾，河

南省政府财政厅科员刘道荃利用自己掌握的代食品古方，亲自试验，配成救灾食品“不饥药”。后经省政府拨专款大量配置，

通令推广，首先在鲁山大量制造，以示倡导赈济灾民。同时省粮食增产总督导团及省农业改进所共同编印了“救灾植物”一书

数千册，分发各县。(1) 

1948 年，据《孝义通讯》报道，山西省政府于五月十五日指示吃野菜的渡荒办法并且发布《山西农改所研究吃野菜》布告：

“在渡荒上，除节食、匀食外，还有一个有效办法，就是采食各种树叶、树花及野菜。近日杨柳芽及各种野菜都已长出，本主

席连日派人采回，自行食用，只要做的得法，不惟可以充饥，且很适口，兹将本省农业改进所研究的几种树叶野菜等的吃法印

在后面，希我人民一起采食。以渡荒年。”
(2)
山西政府在组织群众备荒的过程中，主要手段也是采集野生植物和野菜。在上述材

料中可知，阎锡山亲自食用野菜，并表达“且很适口”的食用感受。这样的宣传报道无疑提高了灾民采集和食用野菜、树叶进

行渡荒的信心。面对饥荒，祁县南团柏村灾民用开水煮野菜吃，学生们都自发采集野菜，“村里边的国民学校，每日上午上完

了课，下午学校便关门了。学生们全数跑到野外去挖野菜”(3)。 

饥荒时期，代食品往往几倍于市价，不易获得。1943 年河南《前锋报》记者李蕤这样描写饥荒时期的食物等级：“随处可

见把铁鏊子支到街边烙榆皮饼的摊贩，讲究的还把饼里包上枣泥馅子，这是上等的灾民食品。另外，韭菜根、蒲草根、花生壳、

枣核、甘蔗皮、柿蒂、红薯秧也都罗列着，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倍价才能得到的。红薯秧每斤便要十元，所以这些东西仍是中

间层灾民的食品，只有两只瘦手的人仍然无缘问津。”
(4)
而李蕤在 1943 年的另一份灾民食物调查中记载，包括油渣籽、甘薯根

面、榆皮面、榆皮面馍、蔺草根面馍等代食品价格均高于 5元一斤。(5)这些食物资源在特殊时期价格飞涨，有商贩“百里贩灾荒

食物”，以此牟利。因此，只有社会中上层以上的灾民才有资格获取较好的代食品资源，贫苦人民很难获得。 

不同的代食品资源具有不同的主权属性。灾民自己栽种的树种，其树皮和果实的获取权往往属于院子主人，而山林旷野中

的野菜则属于公共资源。李蕤记载的民国河南大饥荒为人们呈现出灾民对自己庭院中果实、榆叶归属权力的宣示，“便知道是



 

 8 

谁暗暗地采了谁家树上一把榆叶，一把榆叶的主人会骂对方是‘吃死’，‘吃了喉咙里长疔疮’，而那个被骂的人，却躲在屋

里，装成什么也没有听见”(6)。另有一则记载某灾民夜里潜入邻居家偷吃柿子、藤蔓的报道。不过，自己院落中的果树、食物资

源与山林中的食物资源相比只是少数资源，更多的代食品资源属于社会中的公共资源。 

随着生理学、植物学的传入和发展，民国政府对于野生食物资源的态度主要是积极倡导，在政策层面无疑具有主导性。而

在实践层面则遇到了重重阻挠，由于民国政府在基层社会的统治失效，官商勾连严重。以至于在代食品资源的分配方面，灾民

争抢公共资源，商人随意涨价，贫苦人民只能以最低劣的土石为食，稍微好点儿的柿饼、树皮以及掺杂野草、树皮的各种粉末

类面食都被人高价买去，多数灾民无以为食。 

（三）组织起来：太行模式的诞生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华北抗日根据地爆发持续性的自然灾害。中共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有效地组织、领导民众开展采集

贮存山果、野菜、野生动物运动来渡荒，号召百姓用大量的野生植物类代食品来增加山区人民的粮食储备，将代食品作为一种

备荒粮食。齐武指出：“饥饿的群众，只能仿效我们太古时代的祖先，捞取鱼虾水藻，煮来充饥。”(7)1942 年，太行区在总结

救灾中讲到：“（我们）要从度荒有经验的老年人中，从各家生产度荒计划中，我们得知，要度过严重灾荒，大量准备代食品，

采集野菜、树叶，实是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在豫北、冀西‘糠菜半年粮’山岳地带中，这就更显得重要。”(1)豫北、冀西地处

太行山腹地，“糠菜半年粮”这种饮食结构是当地居民根据区位生态与农业环境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中共组织开展采

集代食品渡荒的饮食基础。 

1943 年 8 月 1 日，八路军 129 师发出《关于生产节约，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决定》，规定从 1944 年起每人每天吃 8两野

菜、4两树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带头吃野菜、树叶，极大鼓舞了灾区军民的生产干劲。
(2)
包括军队、老人、妇女、孩童、

教员等各级机关、民众均加入生产渡荒的工作中，分工合作，取得极大成效，密切了军民关系。边区领导带头，积极发动各界

民众参与到采集代食品的运动中来，这是顺利渡荒的关键所在。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边区境内的代食品资源，节约粮食，1943

年 8 月 5 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限制副食品出口的通知：规定各种猪肉、羊肉、山药蛋、豆腐、粉条、干粉、瓜条、干豆

角、榆皮、地榆皮、糠、炒面、各种植物油饼、大麻子、芝麻子等一律禁止出口，而核桃仁、柿子、红枣、黑枣、栗子凡是可

充食用者，原则上应节约出口。(3) 

边区政府特别重视老农的生产、生活经验，尤其是注重请教有渡荒经验的老年人来指导大家采集代食品。太行山区对代食

品的采集特别强调群众经验：“或凭采野菜，剥树皮，准备好代食品度过灾荒，都是群众经验加以提倡发挥的”(4),1943 年的《新

华日报》以副标题为《老农谈采菜的重要，指出武乡青年尚漠视灾情》的文章专门介绍老农指导青年采集、食用野菜方法，“谈

到吃野菜，老农说有许多中年、青年的农民，深感没有保存野菜的办法”(5)。沁源全县响应边区政府号召，计划采集各种代替粮

食的植物顶粮四万石。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县里召集有经验的老农民举行座谈，向大家介绍采集代食品的经验，要求每个老百

姓要采“二斤橡子、二十斤干野菜、一升松子、五十斤连翘及其他药材五斤，以代替一百五十石粮食食用”。此后，各村纷纷

响应号召开展打山果运动。正义村全村三闾人家一个星期内，“共采棠梨、橡子三千七百三十二斤”。下庄群众十天内，光“山

桃就采回一百六十担”，李城群众“一天就采集棠梨九十担”。(6)此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位于太行山区的彭庄人民每个月食用

的杂粮数量有了下降，其“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大量的香黎蛋面代替了粮食”(7)。士敏县郑庄村更是马不停蹄，专门成立了菜仓，

以此来囤积群众采集的大量野菜。(8) 

太行山区采集代食品的渡荒经验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得到极大推广，成为中共组织渡荒的一大法宝。邓小平在总结太行区的

救灾经验时曾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采集、利用代食品资源同样是边区边

民自力更生，生产渡荒的重要手段。”(9)1944 年，在解放区的展览会上针对太行区的渡荒经验专门建有《灿烂辉煌的生产展览

馆》，对根据地采集代食品的种类和吃法做出详细说明，“许多关心太行军民的人（包括盟国的朋友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战

胜连年灾荒的。在‘渡荒室’中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各方面”
(10)
。报道还详细讲述了前来参观“渡荒室”代食品民众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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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忆往昔灾年的食物记忆，进一步加深边区群众对于代食品渡荒的认知。 

从晚清至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同时期政府对于代食品的采集、加工方式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根据太行山

区的实际情况，逐渐形成了“生产渡荒”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冀西、豫北的山岳地带，准备代食品的活动尤为突出”(1)。抗

日根据地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军民采集、加工代食品的渡荒经验对中共后来的生产渡荒思想以及组织动员模式都具有深远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20世纪 60年代国家也曾遭遇一次大的饥荒，在 1960 年 9月 20日召开的晋、冀、鲁、豫、北京五省

市农业书记会议上，五省市书记向中央建议：“凡是能够利用的家生和野生植物，包括秸、茎、果、根、叶等在内，都必须收

集起来，除留下必要的饲料、燃料外，全部制成代食品。”(2)1960 年 11 月 14 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

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文件，对代食品的采集、加工做出了重要指示。(3)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对20世纪 60年代

初的代食品运动不做详细探讨。 

20 世纪之前代食品资源的采集、加工虽然是官方在荒年极力倡导的赈荒措施之一，也有《救荒本草》这样的指导性书籍留

存，但是碍于人力、物力条件不足，救灾的主要途径依然是通过官赈与民间慈善机构进行救济，利用代食品救灾未成体系。政

府也仅是开放山林供灾民采食。民国时期，代食品的救灾价值经历了一个科学化的认知过程，民国政府虽有提议，但实施不力、

收效甚微。中共在根据地时期确立了“自力更生、生产救灾”的救荒八字方针，出台一系列制度性的纲领、文件号召人民参与

到采集代食品、备战荒年的战斗中来，边区军民一起采集野菜、山货，依托老农的渡荒经验就地开展代食品资源的收集工作，

为渡荒起到重要作用。中共把采集、利用代食品这一救荒举措纳入国家运动中来，将其制度化的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强

大的社会动员与救灾能力。政府仅通过蠲免赋税、赈济粮款、迁徙灾民等措施来应对灾荒是不够的，更要通过制度设计、组织

动员、基层实践等措施来保障灾民获取食物的权利，这其中亦包括代食品这一特殊的食物资源。 

五、结论 

人类与食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的衍生物，任何自然灾害与环境的变迁，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被人们所认知

和适应的，其结果必然会被打上区域社会的烙印。无论是“糠菜半年粮”这一饮食结构，还是“代食品”概念的出现，均可视

为一种灾荒视域下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往研究往往将食用代食品视为饥不择食的抉择，并不完全正确。其实，在不少地区“春

夏多食野菜”，恰恰是一种日常的社会文化现象。代食品资源的获取及食用与地方的生态禀赋、农业生产、民间传统及政策制

度均有一定关联。对代食品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把它视为判断饥荒严重程度的一个指标，而应该深入不同时间、不同区域、

不同阶级，对民众采集、食用此类食物的历史场景有更为清晰的认知，从学术层面更好地把握社会史与灾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研究发现，采集、食用野生植物资源是华北地区农家的饮食传统。“斧斤以时入山林”是古代注重保护山川林泽资源的观

念体现，在饥荒时期，这些代食品资源是灾民生存的最后保障，人们食用代食品的类别具有上等、中等、下等明显的阶级性。 

晚清以来，代食品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在“他者”的视角里，代食品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他们不仅将其

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且从科学的角度对其分析研究。在中外学者的努力下，代食品的营养价值逐渐得到科学的肯定，这

对灾年渡荒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从代食品的意涵来看，一般意义的野菜、草根、树皮一直是灾荒时期的灾民食物。根据地时期以“代食品”一词取代之前

的“野菜树皮草根石土”作为此类食物的名字，本身就会给予饥民更多的心理暗示与精神慰藉；从采集、利用方式上看，根据

地时期这种由政府主导、科学指导、军民参与的采集、利用代食品的方式为百姓渡荒提供了重要保障。夏明方将中共在根据地

时期的救灾方式归纳为“太行模式”(1)，其具体特点表现在采集、利用代食品的模式上，是一种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体力量为基

础的真正群众性社会自救运动，能充分调动广大灾民的生产互助积极性。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的“太行模式”让我们看到了不

同历史时期政府对代食品的态度差异及演变过程，民众食用代食品的种类及其加工方式较晚清、民国时期虽然有着明显的延续

性，但是在组织动员、宣传方式和指导思想层面却与以往有着根本性的变革。民间采食代食品的生活传统与政府救灾制度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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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渗透，二者相互补充，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在抗战时期顺利渡荒的关键原因。 

顺利渡荒的重点其实是对有限食物资源的再分配，以往政权对于代食品资源的渡荒价值虽有注意，但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

人力资源缺失，仅是出台相关政令，编译书籍指导民众如何加工、食用野生食物，同时将其开放予以民众随意采集，或许可以

称之为“自由市场化”的代食品资源利用模式。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所采取的组织群众、军民一体进行采集、利用代食品资源的

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灾荒时期民众对食物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避免了灾民采集代食品时所引发的一系列资源争端问题，同时

优先为重度灾民提供更多的食物，搭配细软粗粮，减少灾民进食代食品的死亡率。统一、高效的采集模式同时也为灾民节省了

能量消耗，有助于灾民顺利渡荒。代食品资源是一种特殊的食物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公共资源。这种食物资源的

获得权力往往发生在米榖类粮食消耗殆尽后，但它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向我们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这种代食品资源利用模

式，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控制之下，可以为更多的灾民赢得宝贵的生命。 

注释： 

1（清）佚名撰、韩祥点校：《光绪四五年年荒论》，夏明方、郝平主编：《灾害与历史》第 1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291 页。 

2相关研究可参见高华：《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二十一世纪》2002 年总第 72期；陈海儒：《三年困

难时期代食品运动探微》，《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 年第 2期。 

3参见李应斌：《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0 年；蔡天新：《对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

运动的再认识》，《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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